
前言

我們假定個人在評價政府表現時，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居住在資源不虞

缺乏的地區，民眾的基本需求如道路、治安已經獲得滿足，對於政府的期待，可

能不同於仍然需要各種基礎建設的地區民眾。居住在以農漁牧為主要經濟活動

的地區，可能期待政府幫忙解決對外交通以方便運送經濟作物，治安、環保、文

化的建設可能並非最重要的。雖然每個地區會有不同比例的各種政治態度、社會

經濟地位、生活型態的民眾，但是我們更好奇的是地區的特性有多少程度影響民

眾對於現任者的要求並表現在投票行為？以跨年活動來說，台北市信義區選出

的國民黨立委費鴻泰說台北市政府每年的跨年晚會為北市帶動龐大商機；台中市

有市議員贊成也有市議員反對，反對的議員認為台中市的跨年晚會規模難與台

北市相比，吸引不到媒體焦點。而雲林縣、嘉義縣、台南市政府則因為財政困難

或是其它理由決定不舉辦。可以看出縣市特色、資源的不同，有可能影響政府與

民眾對於如何分配預算的看法。

本計畫執行的第一年，目標是測量各縣市民眾的政策偏好，以一個全國性電

話問卷調查的資料進行分析。

本精簡報告將分析第一年與過去的調查資料中的共通問題。主要是探討民

眾對於以下的預算需求問題之態度：請問您覺得政府應該分配多一點預算在社

會福利方面，分配少一點，還是維持不變？在教育方面？在交通建設方面？在環

境保護方面？

文獻探討

許多學者認為民意是一種理性抉擇的過程。Downs (1957)的理性抉擇理論與

Lippmann(1922, 1925)所強調的自我中心理論相呼應，認為民眾是以自利為出發

點來瞭解政治，選擇能夠帶來最大福祉的候選人。Key(1961)強調政府必須注意

民意。他定義民意的範圍不僅包括對於議題的看法，還包含對於許多政治事務的

看法，例如政治制度、戰爭、經濟情況等等。理想的民意與政府的互動過程應該

是民意內化在政府的施政，也就是government of public opinion，而不是

government by public opinion(第423頁)。

過去文獻提供理性投票的理論，但是較侷限在經濟投票的範疇(Miller and

Wattenberg, 1985:360; Gomez and Wilson 2001; Duch and Stevenson, 2008)。然而並

非所有政策都跟經濟好壞相關；政策措施可能更直接影響整體社會的福祉。政策

不外在有限的預算的前提下做最好的分配，而學者的研究證實政府預算與民意

的互動關係。Wlezien（1995）以1977至1991年的預算資料，說明民眾對教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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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國防等政策的預算偏好一直上升之後，政府一開始維持預算不變，等到偏好

越來越高之後，會跟著調高該項政策的支出，但是到達民眾所要求的水準之後，

民眾反而會希望調降該項政策的預算，以免花費太多影響其他政策的預算。這就

是「恆溫器」（Thermostat）理論。Soroka與Wlezien (2004, 2005, 2010)以及Wlezien

與Soroka (2010)也使用預算偏好的問題建構民眾的政策偏好，並且探討民眾的

偏好與實際預算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為何。俞振華與蔡佳泓（2011）參考Peterson

(1995)將政策分為發展型以及重分配型，發現這兩類政策所建構的指標與政黨認

同類似，具有解釋投票傾向的作用。陳文學與羅清俊（2012）亦發現相似的結果。

測量總體民意的研究首推Stimson (1991)所提出的以左/右之意識形態為基礎

建立的政策溫度計(Domestic Policy Mood)以及Erikson, Wright and McIver (1993)

所提出的政策自由主義(Policy liberalism)。Erikson, Wright and McIver (1993)利用

1976-1988年間的媒體民調建構各州的平均意識形態，而Stimson (1991)則是使用

1956-1989年之間各個調查單位的資料，而將最自由與最保守的比例相減得出一

個自由主義的指標，然後再以因素分析找出每一年的意識形態分數。他們的研究

提供了長期的指標以評估政策與民意互動的程度。與Stimson同樣使用二手資料

分析的為Monroe (1983, 1998)，他是用從各個發表的民調結果來歸納一些特定議

題上的贊成或反對的民意。Soroka and Wlezien (2004, 2005)以及Bartels (2008)則

使用預算偏好的問題建構民眾的政策偏好，這個方式來自1973年開始的General

Social Surveys，而他的研究則使用來自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

的各國資料。

研究方法

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對於社會科學界相當重要，它的基本精神為

視個別觀察值為許多階層中的某一個體，因此估計係數時應考慮各個階層的變

異數，以及各種階層間的交互作用。多層次模型中包含兩種變異數，一種代表階

層內的變異數，以隨機參數(Random parameter)加以估計。一種是假設不因為階

層而變動的變異數，稱為固定效用(Fixed effect)，而以固定變數(Fixed parameter)

加以估計(Goldstein 1995)。學者亦將貝氏定理與多層次分析相結合(Gelman,

Carlin, Stern, and Rubin 2004)。

有關多層次模型的方法與應用已經相當豐富，特別專注於投票的有Achen

(2005)曾討論多層次模型可以結合各種不同誤差項假設的模型，並且運用在跨國

選舉資料；Gelman(2009)分析為何收入對於投票的影響在貧窮的州來得比富有的

州顯著。國內學者也已經開始運用多層次分析在投票行為。蕭怡靖與黃紀（2010）

即以多層模型評估選區的政黨勢力、候選人現任與否、產經結構等總體層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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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2008年投票選擇的影響。他們的發現是失業人口越高、農牧人口越多、在

國民黨執政的縣市，選民投給國民黨立委的機率越高。黃信豪（2006）亦介紹多層

模型的原理並估計2004年總統選舉的投票模型，他的發現是當選民所屬縣市平

均對民進黨政府評價越高，則該縣市的民眾投票給泛綠的機率也愈高。俞振華與

蔡佳泓（2006）則呈現如何用教育、年齡、縣市的民意與人口資料透過多層次貝氏

統計模型的分層加權預測各縣市的投票結果。蕭怡靖與黃紀（2010）及黃信豪（

2006）的研究確認選民所在的縣市環境的確有可能影響其行為。

以選舉為例，縣市及其鄉鎮的地方政治可能影響選民投票行為。在未來實施

的縣市長選舉，每一個縣市的民意變化都可能影響選舉結果。但是如果根據傳統

的機率統計，每個縣市都需要上千個樣本方能控制抽樣誤差在3%，所耗費的成

本相當可觀。目前僅有政黨（例如民進黨）以及傳播媒體（例如TVBS）曾進行各個

選區的民調，但是他們的問卷往往較簡短，並不一定符合研究者的需要。而且，

這些資料未必有一致的題目供研究者做比較。

申請人將在這個計畫評估縣市的民意。第一期及第二期都在縣市長選舉前

進行電話訪問調查，參考Paul E. Peterson (1995)將政策分為發展型以及重分配

型。根據他的分類法，交通、教育、自然資源、安全、能源等等都是發展型政策。

而重分配型政策有：年金、醫療保險、福利、住宅等等。Peterson認為，只要是政策

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基本建設，包括教育，都應該是發展型政策。根據他的分析，

稅收收入、住在大都市的人口、立法者的專業都有助於發展型政策的花費，民主

黨黨員比例則是負相關。而在重分配型政策部份，比較特殊的是少數族群的比例

反而對重分配型政策有負面影響。接下來以縣市為單位，利用多層次分析模型估

計出各個縣市的民意。雖然根據內政部所收集的八十九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

資料欄位包括縣市、鄉鎮、村里、宅號、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行業等等，我們可

以得出各個縣市的教育程度、性別、年齡等分層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可能不太符

合目前的人口分布。所以，我們還是根據調查所得資料進行多層次分析。

總之，我們現階段要回答的問題是在總體層次而言，民眾的偏好是否有地域

的差別，例如是否台北縣的民眾和高雄縣民眾有不同的偏好？如果不同，可能是

甚麼原因造成的，是城鄉差距或是人口結構？我們將用多層次貝氏分析來估計

各縣市的民意。在個體層次來說，民眾政策偏好到底有沒有差別？如果有，則為

何有人回答增加很多，有人不願增加，這些不同的偏好是哪些因素造成？例如教

育程度、年齡、職業、收入等等。

我們首先計算每一縣市民眾認為四項政策應該增加預算的比例。根據圖1，

23縣市民意之中以增加教育的中位數最高，社會福利次之，交通最低。這個結果

有些出人意料，因為我們一向以為民眾最期待看得見的交通建設，事實上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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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圖1. 23縣市的四項預算民意箱形圖（2012年）

說明：四項預算民意N=2820, 3085, 3020, 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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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3縣市的四項預算民意箱形圖（2009、2010年）

說明：四項預算民意N=4455, 4753, 4735, 4455

圖2顯示在2009年以及2010年的資料合併之後，仍然是以教育的中位數最高

，社會福利其次，交通建設最低，不過有幾個縣市特別偏愛交通建設。這個結果

也顯示民意有其延續性。

所謂多層次模型即數個線性迴歸模型的組合，但是特別考慮不同群體之間

的差異，故允許迴歸的截距可以因為觀察值所在群體的不同而有同的差異，但是

影響其依變數的因素並不因群體不同而有差異。我們用以下的多層次模型估計

政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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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模型同時考慮個人的變數以及總體或集體的變數。如果縣市之間真

的具有預算的差異，或許會間接影響民眾對於政策的想法。而民眾個別之間的差

異，也可能解釋其態度的差異。因此，多層次分析相當適用於探討是否總體層次

的因素會影響個體層次的反應或行為。

多層次模型估計的結果，再以人口的分層資料計算出每一縣市的民意，並且

計算出100個分位的數值繪成圖。這套做法被稱為MRP (Multi-level Regression

Post-stratification)，也就是先用多層次迴歸估計係數之後進行事後分層加權，加

權的公式如下：

也就是說我們分別計算分層的每一格的π＝1的百分比之後，再依照需要累

加（或者是計算邊際百分比），然後除以總人數。

2012年的資料分別繪於圖3-1, 3-2, 3-3, 3-4。

year mean sd max min sum n
2009 17697.613 86040.12 5000000 1 1358132538 5553
2010 24541.400 186720.19 15750000 2 1042150562 5379
2011 9763.927 68705.58 15000000 1 1985113720 11292
2012 20124.011 136605.80 9000000 -151620 1716336650 8644
2014 23223.917 159626.72 13228960 -2000000 1893724648 8447
2015 11219.676 71163.22 12719850 1 2168763287 11827
2016 20549.233 181354.36 15000000 1 1582414224 7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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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mean sd max min sum n_distinct
2004 53598.012 128046.08 5700000 20 2383825176 530
2005 51833.333 52784.15 100000 1000 311000 3
2007 76089.911 233907.09 5000000 100 1796787166 370
2008 68489.776 171950.16 10000000 100 480181819 171
2009 79726.659 423315.44 15000000 1 1317323594 242
2010 31508.327 121831.15 9000000 1 944871701 430
2011 17479.015 133756.23 30000000 1 2871452527 6217
2012 7420.514 238174.37 50000000 1 746533440 6095
2014 40238.124 306783.22 22936300 1 1698410988 484
2015 25698.405 206376.87 30000000 1 3308386930 4279
2016 14129.328 172237.03 20000000 1 599818223 5248

在2012年，希望社福增加相對較多的縣市有台中縣、台北縣、南投縣、高
雄市等等。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民眾的政策偏好被政黨認同解釋，經過MRP的分析之後，各

縣市有高低不一的社福偏好分佈。不過，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的資料加以驗證
(verify)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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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資料尚未發表，不過相關的模型研究持續進行中。本計畫仍將繼

續探討各種政策意向的成因，並且嘗試合併更多年的資料，以便觀察更多的受訪

者之反應，並且討論其可能的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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